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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3月1日，“新形势下律师行

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举行。来

自法学界、律师行业及法律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律所

管理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律所发展新方向。中国

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刘桂明主持研讨会。

  与会嘉宾通过观看星来律所四周年宣传片，回顾

了律所自成立以来的突出成果。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珺在致辞中介绍了

星来律所的发展历程，并表示律所已经迈入全新发

展阶段。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赵运恒，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律师业务研究所执行所

长李奋飞，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新经济法治研究

会会长程相会，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张世国

分别从管理模式、制度模式、生态模式、技术模式的变

化，发表了开幕致辞。

  在主题研讨环节，两场专题发言聚焦律所发展的

核心议题。第一单元，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

主席程晓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律师学

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君合律师事务所主任华晓军，汉

坤律师事务所首席市场官何佳伟，上海之合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智合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刘启铭等嘉宾

围绕“新形势下律师事务所高质量发展的定位与定

向”，从管理、理念、模式、合作、AI等方面展开探讨。

  第二单元聚焦“新形势下律师事务所高质量发

展的定职与定能”。德恒律师事务所党委委员、高级

合伙人丁亮，策略律师事务所主任谢会生，申浩律师

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田庭峰，恒都律师事务所全

国权益合伙人张银英，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李敏等嘉宾结合管理实践，深入探讨人才培养、组

织效能提升等议题。

  中国行为法学会总监事、国家法官学院原院长、星

来律所特聘顾问黄永维和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星来律所特

聘顾问谢鹏程分别对两个单元进行了总结与点评。

  与会嘉宾一致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

交流平台，共同推动中国律师行业在新形势下的蓬

勃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邮电大学
本科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邮电大学本科人

才培养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双方将通过深入合作，

共同探索“法工融合、文工交叉”人才培养新模式，共同培养既具有扎实

法学理论功底和突出实践能力，又熟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姜泽廷表示，此次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势，

共同推进“法工融合、文工交叉”的深入实践，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创新之

举，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希望双方切实落实合作协议，共同

推进智慧法学人才培养。

  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续梅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法治人才需求缺口必将进一步扩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法

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是时代所需。双方将围绕人工智能、计算机、

大数据、网络安全等前沿科技在法治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加强优

势资源互补，深化教研互联互通，完善双向交流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当前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正处

于关键发展期，两校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学科互补性，开启深度

合作正逢其时、意义非凡。此次合作以本科人才培养为切入点，聚焦智

慧法学领域，旨在通过跨学科融合，培养既懂法律又懂科技的复合型拔

尖创新人才。双方将进一步加强联系、深入沟通、密切协作，全力落实好

两项本科人才培养项目，并推动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探索在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更宽领域的合作模式，为教育强国、网络强国和法治中国建

设注入新的动力。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徐坤表示，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为促进学科

交叉赋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注入新活力新动能。两校通过优势学科的

强强联合、交叉融合，不断探索更多“人工智能+法学”教育的创新举

措，更好助力知识学习、教学科研等教育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西北政法大学举行
加强港澳研究与交流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举行加强港澳研

究与交流座谈会。本次座谈会就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涉外法治研究、

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和法律查明研究应用、开展涉外法律培训等方面

进行研讨，为学校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强调，学校要整合校内资源，推动在搭

建港澳合作平台、深化港澳研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升涉外

法律服务能力、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建设，精心谋划一批示范带

动强、拉动效果好的合作项目和特色活动，全面提升西北政法大学在

涉港澳法律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实践教学和社会服务

能力。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表示，学校需要持续拓展合作渠道，

加强与港澳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并打造

品牌项目。

□ 杜牧真

  事实支配是指对财产所实施的占有、使

用、管理、消费等一系列事实行为，其系财产

法领域特别是数据财产领域的重要概念，准

确把握其内涵关乎传统财产法尤其是新兴数

据财产领域的学术探讨与制度建设实践。然

而，数据财产领域针对事实支配却存在着一

种认识，即认为对数据财产的事实支配是一

项数据财产权利。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学界在数据财产能否权利化这一基本问题上

仍未完全形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事实支配

进行准确界定。

  财产事实支配与国家法律之

间的关系

  由于“权利”一词常与自由、权能、利益这

三项概念混淆在一起，同时，事实支配涉及上

述三项概念，这意味着厘清该三项概念的关系

并探究事实支配究竟可能落入哪些概念的范

畴内，成为解答核心问题的前置性问题。

  （一）权利与自由、权能、利益的界分

  权利的一项必备要素是权利与义务的共

生性。法律规范的本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行

为关系的社会规范，同时，其区别于其他社会

调控方式的核心点在于，其以“权利（权力）—

义务”为“基本粒子”。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法

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具有逻辑上的共生性。该

要素决定了权利与自由、权能、利益之间不容

混淆。首先，部分自由与权能的行使并不指向

他人行为，这决定了它们与权利在概念范畴

上构成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其次，利益仅仅是

权利的设立、行使所追求或产生的后果，这决

定了其本身无法构成权利，且也不构成包含

与被包含关系。

  （二）事实支配构成权利所保护的对象而

非权利本身

  尽管事实支配属于自由且行使该自由

能带来利益，但其因不满足权利义务的共生

性而无法被认定为权利本身，仅能被视为权

利所保护的对象。如此界定不仅不会弱化事

实支配所受到的法律保护力度，还能使财产

权理论符合基本法学原理与我国法权理论：

第一，财产权是“人与人”而非“人对物”的基本

原理；第二，由于我国法权理论不认可天赋的

自然权利，而是认为一切权利皆为法定权利。

为契合我国的法权理论，事实支配仅构成宪

法和法律创设的权利所保护的对象，而无法

构成权利本身。

  财产事实支配的宪法基础与

规范含义

  为防止事实支配可能受到过度限制或不

当干涉，宪法需要对其予以确认并保护。实际

上，我国宪法以“法无限制即可为”的方式对事

实支配予以确认并保护，并为国家设立了事实

支配的消极与积极保护义务。

  （一）宪法确认事实支配并加以保护的依

据与方式

  无论是财产权人对于其财产的事实支

配，还是非财产权人对于他人私有财产、公共

财产、无主财产的事实支配，均由宪法以“法

无限制即可为”的方式进行了确认并保护。首

先，宪法第十三条对财产

权人的事实支配予以确

认和保护。其次，宪法第

五十一条对非财产权人

的事实支配予以确认和

保护。只要事实支配的行

使“不得损害国家的、社

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

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

利”，就是不受限制的。最

后，宪法确认事实支配并

加以保护的方式是“法无

限制即可为”，即公民可

以在宪法、法律的明确限

制范围外，以任何方式对

一切财产进行事实支配，而无须依赖于宪法、

法律规范明确而具体的授权。

  （二）事实支配的宪法规范含义：国家保护

义务

  宪法规范对于事实支配的确认与保护，为

国家设立了保护义务，包括消极保护义务和积

极保护义务。

  首先，宪法对于事实支配的确认与保护

要求的是立法者应承担不得随意限制该自由

的消极保护义务，具体体现在：第一，事实支

配自由已由宪法规范进行了确认，法律并无

再次授予其合法性的必要性，而仅能进行适

当限制；第二，下位法律对于事实支配所施加

的限制本身亦受到比例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

等宪法原则的限制，这一“限制的限制”至少

包括立法者不得以“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方式

来限制事实支配自由。

  其次，由于宪法调整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其无法直接限制其他公民对事实支配

自由所施加的干预或侵犯。国家为了充分履行

其所负有的事实支配积极保护义务，需要通过

制定一般法律（财产法）具体形成能够限制其

他公民针对财产权人所实施的干涉其事实支

配其财产的行为的权利。

  财产事实支配的宪法定位在

数据财产领域的运用

  数据财产能否被权利化这一数据领域的

基本问题至今未完全形成共识，主要是因为

学术界还存在一种认识，即认为数据财产的

权利化面临着数据财产权客体难题、权利分

配难题、价值阻碍难题三项难以逾越的难题。

但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上述三项难题并不

存在。

  第一，就数据财产权客体难题而言，该

难题论者认为由于数据常常被拷贝成无数

多份而被无数主体所同时事实支配，这决定

了数据因无法满足财产权的“独占性”要件

而无法成为财产权客体。然而，由于事实支

配并非属于一项财产权利，数据财产权人所

“独占”的内容，是法律上规制他人数据事实

支配行为的权利，而非物理上对数据的事实

支配。因此，数据能否在物理上被“独占性”

地事实支配与其是否满足财产权的“独占

性”构成要件无关。可见，数据财产权客体难

题并不存在。

  第二，就数据权利分配难题而言，该难题

论者认为数据权利存在难以分配的难题。目

前，将具有财产性质的数据权利授予数据处理

者已逐步形成共识。因此，接下来需要回答的

问题是，将数据财产权分配给数据处理者，是

否会侵害个人数据主体的隐私安全利益？对

此，基于事实支配的国家消极保护义务可知，

将数据财产权授予数据处理者，实际上并未赋

予其事实支配数据的合法性，同时，下位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对事实支配进行适当限制。

因此，数据处理者行使其事实支配数据的自由

而落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限制范

围内时，该自由当然受到限制。可见，将数据财

产权授予数据处理者并不会损害个人数据主

体的隐私安全利益。因此，数据权利分配难题

也不存在。

  第三，就数据价值阻碍难题而言，该难题

论者认为以数据财产权模式来调整数据，将

产生阻碍数据价值充分释放的弊端。其理由

是，数据财产权模式本质上系确认数据的静

态归属，数据合同模式和数据权益模式则是

对数据利用行为的规制，而数据更应强调动

态利用而非静态归属，同时，就公众对于数据

的社会化流通、共享性利用而言，数据财产权

模式遵循的是不利于此的“法无授权不可为”

原则，数据权益模式则遵循的是有利于此的

“法无限制即可为”原则。因此，数据财产权模

式不利于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

  然而，数据财产权模式本质上同样是对数

据事实支配行为的规制，上述三种模式也均离

不开在具体适用中对相关权利进行归属上的

确认。同时，上述三种模式均遵循的是“法无限

制即可为”。可见，数据价值阻碍难题论者所

认为的三种模式之间的区别难以成立。

  实际上，三种模式的主要实质区别及其

对数据价值影响的区别在于：第一，数据合同

模式具有相对性，数据财产权模式与数据权

益模式则具有绝对性，而数据绝对性权利的

缺乏将不利于数据财产的供给激励并将阻碍

数据财产的交易与共同合理使用数据的实

现；第二，数据财产权模式与数据合同模式所

涉及的权利均具有可让渡性，但数据权益模

式所涉及的权利则缺乏可让渡性，这将阻碍

数据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形成。可见，数据价值

阻碍难题同样不存在。

  综上可知，数据财产的权利化并无财产

权客体难题、分配难题，并且还在充分释放

数据价值方面独具优势。因此，综合比较来

看 ，应 当 以 数 据 财 产 权 模 式 来 调 整 数 据

财产。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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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社会风气如何，是法制实施状况的晴雨

表，研究法制史离不开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春

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变的时代，其社

会风俗的变化，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概而言之，

春秋战国风气之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礼崩乐坏”，旧的法制式微。梁漱溟

先生认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

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

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

化’。”《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

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

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礼”是对周朝各种制

度的概括，它主要是由周公奠定的，但也不能俱

归于周公。至少周文王的贡献不能抹杀。《史记·

周本纪》载：“西伯（即周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

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

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

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

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

伯盖受命之君。’”正因如此，司马迁得出周文

王在位时期已经“受命”“称王”，甚至“改法度，

制正朔”等结论。这种说法虽然曾遭到学者的

质疑，但周文王无疑整合了始祖后稷至王季时

期周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制定相应的礼乐法

度，为周国、邻国甚至是西部同盟国所共同遵

循，这则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任何一项制

度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

  周朝的礼乐制度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到

了春秋战国走向“礼崩乐坏”的时代。明末清初

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说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

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

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

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

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

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

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

而文武之道尽矣。”

  孔子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

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

命，三世希不失矣。”意思是，天下有道的时候，

制作礼乐以及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决定；天

下无道的时候，制作礼乐以及出兵打仗，由诸

侯作主决定。由诸侯作主决定，大概经过十代

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作主决定，经过五代

很少有不垮台的；由陪臣执掌国家政权，经过

三代很少有不垮台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发生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个领域。研究新

旧法制如何交替，春秋战国历史是个很好的

研究样本。

  第二，尊法习法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根

据对郭人民教授《秦汉制度渊源初论》和朱绍

侯教授《军功爵制考论》的研究，春秋初年，晋

国消除宗法公族特权制度，确立了军功任官、

军功赏田制度，抛弃了亲亲尚恩的观念，树立

赏罚严明的指导思想。晋顷公时“铸刑鼎”，公

布一罪一罚的成文法，晋国形成赏罚分明的法

治政治。“晋国有法，始乱者死。”直到春秋末年

仍然是大臣遵守的一条政治原则。这种赏罚严

明的思想在晋国推行了约两百年，成为后来战

国推动各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前导、法家学术思

想的主要历史来源。

  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延续了春秋晋

国的法制路线。商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井

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

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

信任。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

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

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实行连坐之

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

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最终发

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战国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形成了崇尚法制

的社会风俗。《荀子·强国》记载，公元前259年，

荀子坐着马车入秦，一路上轻车缓行，细心观

察秦国的风土人情、吏治民生，荀子跟秦国的

百姓、小吏、官员、朝臣都有密切接触。荀子的

赵国使臣团在秦国路过，没有军队净道，没有

百姓围观，秦国军民各行其是，对他们视而不

见。荀子主动跟他们交流，发现秦国军民都知

法守法，朴素老实，奸诈之徒基本没有。荀子称

赞道，秦国的百姓简朴淳厚，其音乐积极向上，

无靡靡之音，人们的穿着整洁大方，无奇装异

容；百姓敬畏法律，服从官吏的管理；关于秦国

的官吏精神状态，荀子说，他们都是严肃认真

的样子，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

疏草率；关于在朝廷里做事的士大夫的精神状

态，他们都是从家门到公家衙门，从公家衙门

再到自己家里，没有私人事务。不互相勾结，不

拉帮结派，廉洁奉公。当然，荀子认为秦国没有

儒者，这是一个缺陷。

  第三，官府定期进行讲读政令，推动尚礼向

尚法转变。朱红林教授在《岳麓秦简“读令简”研

究——— 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第九》一

文中指出，《岳麓伍》简201-202有关县、乡、里三

级行政机构读令的记载，可以与成书于战国的

《周礼》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定期宣读

政令的制度相印证。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国家

各级行政区内定期宣读国家政令的读法（令）制

度确实是存在的。当时的读令制度不仅是宣读

国家的最新政令，同时也是国家思想文化宣传

的一种手段。有关官吏不仅要宣读国家的相关

政令，更要给百姓解释并进行劝导，使之能够切

实理解并遵行。所谓“以吏为师”，就是读令制度

的具体写照。这说明战国尊法习法，蔚然成风。

春秋战国尊法习法社会风尚的形成

法学洞见

前沿聚焦


